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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作为我国留学教育的起步阶段，其发展主要经历了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对各个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其留学人数由个体行为走向规模化，留学教育各项制度由缺失走向规范化。并表现出政府多项政策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时代特点，学科选择适应国内发展需求；留学教育的发展受到国外政策影响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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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ing Dynasty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ducation for studying abroad. In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education mainl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Opium war, the We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New 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alyzing every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al status, we can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by individual behavior toward large-scale,the education system by 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And its development depended on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Education for studying abroad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discipline selecting adapted to domestic development needs; its development influenced by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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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型时期，也是我国留学教育的起步阶段。容闳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生，其拉开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序幕，但此时的留学生只属于个体行为。随着晚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对留学教育的探索也逐步深入，主要表现为留学人数逐步增多，各个方面制度得到相应制定。从此，我国的留学教育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并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特点。

一、清朝末年留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纵观整个清朝末年的留学教育，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不断成熟化历程，主要表现为留学人数由个体行为走向规模化，留学教育各项制度由缺失走向规范化。

（一）留学人数由个体行为走向规模化

鸦片战争后，容闳、黄宽等三人在外国教士的引荐下，踏上赴美留学道路，由此拉开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序幕。然而此时的留学教育属于个人自发行为，还未形成规模，也未得到晚清政府重视。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其在“自强、求富”口号下对军事、翻译、科技等实用人才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如1874年奕訢《奏请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出洋折》提出“当选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分赴英法两国，深究其驶船、造船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1]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提出“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2]因此，在此背景下，晚清政府分批派出120名幼童留美，而留学欧洲也于1875年得到发展，首批派出5名学员留学英法，1876年，李鸿章派出卞长胜等7名淮军留学德国，同年福州船政学堂又有30名学员留学欧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留学欧洲人数逐步增多，不在是个体自发行为，而是呈现规模化发展。

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推行为留学教育注入动力，晚清政府不仅将留学教育视为“新政”内容之一，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奖劝游学，如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代而取之的是清政府逐步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文化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而且，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进一步刺激了许多人选择留学海外。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留学生人数在此时进入高潮阶段，据有关人士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7年有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 人，1901年266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1905年达到8000余人。[3]留美人数也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下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09—1911年期间晚清政府共派出180名官费留美学生。   

（二）留学教育各项制度由缺失走向规范化
清末时期留学教育各项制度实现规范化发展，其主要体现在留学生录取资格、管理、学业考核三个方面。

在留学生录取资格方面，制定规范化标准。鸦片战争时期，留学教育未得到政府重视，此时对留学资格未提出任何要求。而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对留学生资格认定只是笼统的要求，不足以视为规范性条例。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中对留学资格的规定：“挑选聪颖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4]进入“新政”时期，晚清政府为加强对留学生管理，其对留学人员资格制定规范化标准,包括语言、年龄、学历等方面。如1906年关于留学日本的规定“学长期者，除习浅近工艺仅须预备语言，于学科无庸求备外，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必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且通习彼国语文，方为及格。有一不足，应先在本国补习。短期者，除游历官绅可少宽限制，其习速成科者，或法政或师范，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实有经验者方为及格，否则不送”。[5]另外，晚清政府还规定外出留学人员需经过学部考核才可出国。

在留学生管理方面，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颁布规范化章程。鸦片战争时期，自发留学的容闳等三人主要受到教会约束。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只是派随员前去监管留学生，如首次幼童留美时期陈兰彬和容闲担任正副委员，此时既没有正式的管理机构，也没有颁布明确管理条例。而“新政”时期，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晚清政府对留学生的管理逐渐规范。一是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其在日本与欧洲英、德、法、俄、比等国设监督处，并配备相应管理人员；二是颁布相应的留欧、留日管理章程。其章程包含权限、责任、经费、管理条例等多方面，如学部于1910年颁布《奏酌拟管理欧洲学生监督处章程》，在该章程管理条例对学生品行、学业处罚作出的规定“凡游学生如有品行不修（如赌博冶游及犯有玷名誉之事），学业不进者，经监管处查名，即行勒令退学，咨回原省，（并将事实咨部备核），如系官费学生，并应追缴历年所用官费”。[6]
在留学生学业考核方面，建立规范化考试制度。鸦片战争时期留学海外属于自发行为，其归国后的学业考核更是无从谈起。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对留学生学业也未进行严格审核，只是派随员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监督，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归国考试制度。进入“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进士游学毕业各员考试章程》等章程，其规定考试的具体形式根据对象不同，分为学成考试、入官考试、特殊人员考试、同等学历考试四种类型。而且其注重专业知识与外文水平的结合，如学部1906年颁布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规定“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第一场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一题，外国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7]此外，学部又先后拟定《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与《考验游学毕业生考场规则》等具体考试章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对留学生的学业考核逐步规范。

二、清朝末年留学教育的特点

清朝末年拉开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序幕，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其发展必然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制约，此时我国留学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多项政策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政府对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采取积极鼓励政策，总体而言，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留学生免除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为留学生提供丰厚待遇。

其一，晚清政府为鼓励学生留学，主要采取官费留学的方式。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幼童留美、军事留欧均是在官费资助下进行，曾国藩、李鸿章在《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中规定“幼童来回川资及衣物等件，每名银七百五十两；”“幼童注洋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等各项每年计银四百两。”[8]1872年裕禄《奏选派闽厂第四届出洋肄业学生折》为留学英国的6名学生提供十万七千余两白银，其包括学生行装、来往路费、房租修缮杂费、另延教习修金、电信报资、医药费等方面费用。留学费用包含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无疑免除了学生的经济上的负担，为早期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清政府采取多样化官费形式，如省派、大学堂派、练兵出派等形式，进一步促进了早期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其二，在待遇方面，晚清政府主要为学成归来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分配与出身奖励。在职业分配方面，留学生归国后主要在近代新兴职业中得到任职，如留美幼童归国后的职业分配（见表一）；在出身奖励方面，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留学生奖励章程，选择海外留学可以获得与科举考试无异的出身，并根据学历的高低留学生可以获得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不同的出身奖励。如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在大学堂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9]1905年，在参加学务处考试后，金邦平、唐宝锷二人被授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启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10]
表一 留美幼童返国后职业分配表

	职业
	人数
	职业
	人数

	国务总理
	1人
	铁路局长
	3人

	外交部长
	2人
	铁路官员
	5人

	公使
	2人
	铁路工程师
	6人

	外交官员
	12人
	冶铁技师
	9人

	海军元帅
	2人
	电报局官员
	16人

	海军军官
	14人
	经营商业
	8人

	军医
	4人
	政界
	3人

	税务司
	1人
	医生
	3人

	海关官员
	2人
	律师
	1人

	教师
	3人
	报界
	2人


资料来源：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75页，1982年

   （二）体现时代特点，学科选择适应国内发展需求

清末时期，晚清政府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兴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作用，随后晚清政府实行的“新政”也需法政、军事、师范等人才作为支撑。而留学生作为高等人才，其学科选择深受国内人才需求影响，晚清时期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学科选择体现了此特点。 

具体来讲，清末时期留学生的学科选择与国内发展所需密切相关。洋务运动时期，其对军事、科技人才的需要主导着留学生学科取向，此时派遣的留欧、留美学生为满足国内需求，其主要学习科目以驾驶、制造、测绘、枪炮、鱼雷、矿务等实用学科为主。如1875年沈葆桢在船政前、后学堂内挑选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五人随其出国学习。到欧后，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三人在法国学习制造，刘步蟾、林泰曾则入英国学习驾驶。[11]第一批留欧学生严复在格林尼次海军学院除主要学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外，还学习了电学、化学、铁甲穿弹、汽机、船身浮率定力、风候海流、海岛测绘等方面知识。[12]“新政”时期，留学日本形成三大主要潮流，分别为适应“兴学”需要的师范留学潮、为“立宪”政治服务的法政留学潮、发展武备要求下的军事留学潮，[13]其也反应出留学生的学科选择受到国内人才需求的影响。

    （三）留学教育的发展受到国外政策影响

清朝末年留学教育的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影响，国外政策也对清朝末年留学教育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此时，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主要受到日本与美国政策的影响。

1、清末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受到日本政策影响

甲午战争后，日本出于培植亲日势力的愿景，采取了吸引中国留学生策略，如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即称：“接受中国留学生，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14]其为促进我国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设立中日之间的教育设施，如宏文学院、成城学校、日华学堂、同文书院等学校专门为接纳中国留学生而设，并根据留学生需要开设速成课程，如法政大学开设法政速成科、东亚女学校举办速成师范学科、明治大学开办警务速成科等；其二，颁布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章程，如文部省1905年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东亚女学校颁布《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章程》，实践女学校颁布《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其三，进行游说劝说，如教育家嘉纳冶五郎和下田歌子曾到中国考察，劝说中国官员广派留日生，并和中国青年学生有一定的接触。[15]日本政府上述举措促进了清末时期留日高潮的到来，同时反映出日本国家政策对晚清留学教育发展的影响。

2、清末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受到美国政策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美国在与晚清政府签订和约时明确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16]并在美国公使帮助下，得到贯彻执行，在此背景下，我国官派120名幼童选择赴美留学。而且在晚清“新政”时期，美国进一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留学生，培植亲美人才。如1909年，美国国会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078万多美元，专门用于资助中国留美学生，并且，在美国教育界人士支持下，美国许多高校向中国留学生赠予学额，并免收学费，如耶鲁大学、威尔士女大学等高校都做出此种规定。在美国各种优惠政策刺激下，留学重心开始向美国倾斜，并促使留美高潮的到来。清政府随即成立游美学务处，颁布《派遣留学生办法大纲》，并组织留美考试，在随后的三年分别向美国派遣47名、70名、63名留学生。虽然美国出于培植亲美人才的目的为我国留学生提供经济与政策上的支持，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留学政策对晚清时期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纵观整个清朝末年的留学教育，虽然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是其拉开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序幕，并在录取资格、留学管理、学业考核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也为我国以后留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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